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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铁路建设述论 

刘瑞红 朱从兵
1
 

【摘 要】：战争对铁路建设影响颇大。战争催生了一些新的铁路线，也摧毁了一些旧的铁路线，战争的进程决

定着铁路建设的进展和铁路的总体状况。战时铁路成了交战双方争夺和利用的生死线，也因战势、战局变化而修筑

或毁弃，同时战争影响着铁路建设的区域分布和建设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加大了在西

南、西北地区进行铁路建设的力度，湘桂、黔桂等新铁路线应运而生。国民政府增设铁路建设专款，新修线路所需

路轨、桥梁材料多来自旧路。西南、西北地区的新线修筑虽非国民政府平衡我国铁路建设区域分布的考量，但在事

实上改善了我国铁路建设的区域分布，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中国陆路国际交通线，对我国抗战最终取

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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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铁路建设，学界已对其进行了关注，如金士宣、施曼华、李占才、朱从兵等。金士宣考察了湘桂、

桂黔、滇越、滇缅、叙昆、綦江、陇海铁路咸同支线及陇海铁路宝天、天兰两段 1。施曼华则对湘桂、黔桂、湘黔、滇缅、滇越、

叙昆、宝天铁路及咸通支线、綦江铁路、湘桂铁路大湾支线等线路做过考察
(2)
。李占才对抗战期间大后方新建铁路如湘桂、黔桂、

滇缅、叙昆、綦江等铁路线路做过一定的研究(3)。朱从兵和岳鹏星对全面抗战前铁路线路的规划、建设筹款、修筑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考察(4)。另外还有学者从抗战时期不同区域来考察铁路建设的状况，如湖南(5)、湖北(6)、浙江(7)等。这些成果多关注各铁路

修建的工程、材料及经费等问题，而对战时铁路建设的特殊性和意义等则较少论及。战争催生了一些新的铁路线，也摧毁了一

些旧的铁路线，战争的进程决定着铁路建设的进展和铁路的总体状况。本文试以战争视角进一步探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

战时铁路建设概况及其作用，期能有裨于深化对近代中国铁路与战争关系的认识。 

一、增筑西南方向国际联络线 

湘桂铁路是全面抗战时期兴筑的第一条铁路。湘桂路规划终点方向直指越南海防港湾，其路线为：粤汉路衡阳站为起点，

沿途经东安、全州、桂林、柳州、南宁、镇南关，然后衔接越南境内的铁路，直至越南海防港。这样一来，通过湘桂铁路既联

通了西南各省与东南沿海各省的交通，又开辟了出海口岸，使中国抗战所需国际支援物资能够顺利到达，同时也便于亚洲战区

中国地区对东南亚战场的支援，因此，湘桂铁路的兴筑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 

湘桂路全长 1000 公里，该路分衡阳至桂林、桂林至柳州、柳州至南宁及南宁至镇南关四段。国民政府首先组织兴筑衡桂段，

该段全长 354 公里，于 1937 年 8 月淞沪会战开始筹划兴筑，是年 10 月动工，于 1938 年 9 月 26 日通车。为适应抗战需要，该

段铁路的修筑采取“先通后备”的原则。为了实现快速修筑、快速通车，该段铁路在修筑设计和材料的使用上皆遵循快捷实用

的原则，如铁路桥梁皆以搭筑便桥方式进行，涵管则以石料、白灰、砂浆砌筑，所需钢轨部分由浙赣、湘黔路移拨而来，由于

大部分钢轨、钢梁等材料滞存香港，广州沦陷前便日夜赶运这批铁路物料。当时为了赶运这些铁路物资，火车及水运双管齐下，

火车直运衡阳，水运则运至梧州后转运施工现场。枕木及桥用木料一部分由各旧路拆运而来，不足部分则征用沿线各县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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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一律运到工地。为争取短时间内通车，该段修筑时征用了大量的民工，全部路基工程，均征用民工修筑。衡桂段的修筑

在依托湖南、广西两省民夫力量的基础上，仅费时 10个月即建成。同时该路段的修筑，以平均每天工程进度一公里的速度，创

造了中国铁路建筑史上的新纪录
(8)
。 

湘桂路桂林以下分桂柳段、柳南段和南镇段。桂柳段自桂林到柳州，正线仅 170 多公里，而路线多经峡谷，有隧道一座，

高桥多座，修筑工程为湘桂全线最难之处(9)。该段 1938 年 8 月开始兴筑，大部分土方由贵州省发动民工搬运。工程所用材料如

钢轨、枕木、桥梁、石灰等，初由各路存香港的材料供给，经粤汉铁路转衡桂路运到桂林，但运送不到两个月，10月广州沦陷，

铁路运输遂中断。修筑该段铁路虽然面临如此困难，但经筑路大军的“苦斗”，桂林至永福段 45公里于 1939 年 6月完工通车。

且永福可由洛清江水运抵达柳州，衡阳柳州间运输通道已经开通。永福柳州段工程曾一度放缓，1939 年 11 月间日军在钦州登陆，

军事紧急，又不得不昼夜赶修，于是年12月中旬通车，一些临时便桥通车后又经再行改造以方便列车运行。柳南段自柳州到南

宁，正线 260 公里，加上黎塘到贵县 57公里支线共计 317 公里。该段 1937 年 6月开工，1939 年 11 月 24 日日军从北海登陆占

领南宁后被迫停工。1940 年 10 月中国守军反攻，收复南宁。1941 年 4月该段工程复工，利用粤汉路拆卸旧料铺轨修筑，到 1941

年 9 月 8 日，柳州至来宾段 69公里建成通车。1943 年又修建自凤凰至大湾支线，长 19公里，以通红水河和默江水运。(10)南镇

段，自南宁至镇南关。该段修筑是为了连接越南境内铁路，利用越南海防港进出口物资。全面抗战后，铁路的重要性益发突出，

国民政府提出加快修筑该路段。该路修筑于 1939 年 4月动工，5月开始铺轨，10月通达明江，与西江航路相接，开始运营。1939

年 9 月 1 日，欧战爆发，所有运到越南的材料，无法运入国内，工程受阻。1939 年 11 月 15 日日军在粤海防登岸，南宁失陷，

该段工程备受打击。1940 年 10 月收复南宁后，湘桂路局组织抢修队，拆运走已铺钢轨，用于修建修黔桂路。 

湘桂铁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进行兴筑，期间因为战事的紧张、战局的转移，工程时而加速赶筑，时而停滞，抗战军事的

变化始终影响着湘桂铁路的建设。 

1938 年 10 月日军攻陷广州、武汉后，改变其侵略方针，开始封锁中国沿海各口岸。由于中国沿海铁路交通线和港口被日军

占领，国民政府内迁至西南地区，为了打通国际陆路交通线，取得抗战国际援助的需要，国民政府组织修筑滇缅铁路、叙昆铁

路。滇缅铁路和叙昆铁路是国民政府当时规划并修建的重要国际路线。 

滇缅铁路是由昆明接通缅甸的国际路线之一，中国境内铁路线长 880 公里，自滚弄到腊戍线长 184 公里，这条国际铁路线

共长 1064 公里。该路建筑轨距定为一米，以期与缅甸铁路相同，轨重每米 35 公斤，最小半径 100 米，最大坡度 30‰(11)。1938

年 8月 1日，该路工程局正式成立，随后展开勘测。12月 25日，建设工程开工。因此该路的所经沿线多为高山大川，地势崎岖，

加之滇边瘴疠盛行，物资供给缺乏，材料运输困难，工人缺乏，因此该路的修筑十分艰辛。 

该路为国际线路之一，与国外政治经济息息相关，所以，该路的修筑进度多受时局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通往缅甸

的国际运输线主要靠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于 1938 年 7月通车，由于公路运输能力较低，只能运入有限的国外物资及存放在九龙

和仰光的钢轨等材料。1940 年 7 月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封锁滇缅公路 3 个月，这条中国“国际通道”被“封死”，修筑滇缅

铁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是年 9月，日军在海防登陆，企图断绝国际运输线，英国遂于 11月 18日重新开放滇缅公路。德、意、

日三国法西斯联盟成立后，英政府极其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抗日，并于 1941 年 2 月 17 日通知国民政府，决定协助缅甸政府修建

自腊戍至滚弄的铁路，并计划与滇缅铁路相连接。1941 年 2月，滇缅铁路工程已完成昆明至安宁段 35公里的铺轨和安宁至平浪

段 87 公里路基工程的 80%，以及平浪至祥云段路基工程的 20%。1941 年 5月，美国同意援用“租借法案”，借给中国滇缅铁路

材料借款 1.5亿美元。国民政府决定先赶修祥云至滚弄段 470公里工程，并将该段分为 3个施工段，征募20万民工，同时动工

修筑。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轨料停止运华。1942 年 3 月，仰光被日军占领。滇缅铁路全线停工，建设大军期

望建成该路的目标未能实现。 

滇缅铁路的修筑是为了打通国际交通运输线，其建筑工程最终因为日军占领仰光而停工。可见，战争可以催生铁路，也可

以终止铁路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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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昆铁路原为国民政府拟修建的川滇铁路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军向中国内地不断推进，中国华东、华中和华

南的铁路干线及国土相继丢失，中国抗战水上国际交通线遂被日军切断。国民政府迫于形势的严峻，将其政治中心迁至我国西

南地区。为了开发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打通西南地区至越南出海口的国际陆路交通补给线，

国民政府遂决定修筑一条贯穿西南地区的大动脉——川滇铁路。但由于抗日战争战局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政府仅完成了川滇

铁路叙府至昆明段的修筑任务，所以该路又被称为叙昆铁路。叙昆铁路由昆明经曲靖、宣威、威宁、昭通、盐津而至四川叙府，

全长 850公里，为抗战大后方之主要通道，且其两端地位极为重要。叙昆铁路与滇缅铁路同时动工，意在沟通川滇，南接缅甸、

越南，完成出海线路，运输盟邦军事援助物资及重工业设备。叙昆铁路与滇缅铁路一样，同为国民政府抗战中最重要的国际线

路。 

1938 年 9月 20 日成立路局，10月成立川滇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路局隶属公司，开始筑路招标，12月 15 日该路正式开工，

先修建昆明至曲靖的线路，长 160 公里。由于云南省实行征工兴筑，工程进展缓慢。1940 年 9 月，日军在海防登陆，铁路员工

就把河口大桥破坏，并将河口到碧色寨的钢轨、钢枕、道岔拆除，运到昆明，为昆曲间铺轨用。1941 年 3月 20日，该路开始通

车(12)。叙昆铁路昆曲段完工，路基工程在宣威以南全部完成，宣威咸宁间局部开工，威宁以北路线虽已经勘定，但因滇越铁路

的中断而停工。1943 年叙昆铁路昆曲段又延长至沾益，共长 176.9 公里。修筑叙昆铁路的战略目的是接驳美国军用品空运昆明

后转运内地以接济内地物资需要，叙昆铁路在转运盟军空运的物资方面贡献巨大。 

二、赶筑西南、西北地区内部联络线 

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日军快速推进，到 1938 年 10 月时日军已占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铁路几乎损失殆尽，

仅有粤汉、陇海、浙赣一部分铁路可用(13)。1938 年 10 月至 1944 年 12 月日本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自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国民政府政治重心、军事主力向西移至中国经济相对落后、交通稀疏的偏远山岳地带。这些地区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对抗

战和国民政府的统治皆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摆脱困境，国民政府遂从交通特别是铁路交通入手，加大在这些地区的建设力度。

在抗战建国同时并举的情况下，为了打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巩固大后方的经济建设，获取国际物资及经济的帮助，国民政府

开启了在祖国西南、西北抗战大后方的铁路建设历程。 

抗战初期，在日军沿着铁路线的强劲进攻下，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我国华北、华东区域大面积国土相继沦丧，大西南、

大西北区域快速成为我国抗战的战略区域。为了增强这些地区的战略交通能力，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先后修筑了湘桂（参见前

文）、黔桂、湘黔及成渝四条铁路；在西北地区展筑陇海铁路宝天、咸同支线。 

成渝及湘黔两路，因战事转移，虽经历了一度的赶工修筑，但最终分别停工和拆除。湘黔铁路为长江以南横贯东西大动脉

的西段，自株洲向贵州开筑，1939 年 1 月铺轨到蓝田计 175 公里。该路后因战事停工，不久即被拆卸，所拆卸铁路物资设备转

移为修筑黔桂路所用(14)。成渝铁路在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及国际交通上具有重大使命，是西南西北交通的咽喉，南经叙昆、滇

缅两路可与当时的法属安南、英属缅甸相接，北经宾成路与西北大铁路可达俄疆。该路于 1936 年 6月开始测量，12月底定测完

毕，1937 年 6 月正式开工，原定全线同时兴工，预期两年半完成。因抗战全面爆发，国外铁路材料无法输入，工款来源困难，

只能选择工程重要线段先行修筑。截止到 1939 年 9 月，该铁路渝内工程段完成 32%，全线测量及购地全部完成，但是限于外部

环境的制约，无法铺轨通车。该路虽然未能直接为抗战后方起到有效的运输功能，但其间接贡献依旧不可忽视。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西南成了大后方，贵阳成了西南地区的公路交通中心。湘桂铁路修建后，如果再能修建一条从柳州

通达贵阳的铁路，可成为西南地区的东西向干线，在国防上有极大效用，对后方经济及农产品之调剂也有重要作用。因此，为

了加强湖南、广西两省对重庆的货物输送能力，国民政府在修筑湘桂铁路后，计划利用前线铁路撤退时拆卸的铁路轨料和设施，

再建一条柳州到贵阳的铁路。国民政府原计划修筑湘黔铁路，后来在时任铁道部部长张嘉璈的建议下，改修黔桂铁路。黔桂铁

路东接湘桂之柳州，西达贵州省会，全长 620 公里。黔桂铁路于 1939 年开始筹建，5 月成立黔桂铁路工程局，后因南宁事变及

宾阳事变，工程受到影响，至 1940 年 3月又开始进行。1941年 2月，修筑通车至金城江，计长 167 公里。1943 年 5月 15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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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至独山站，计长 401公里(15)。1944 年又通至都匀，展长 73公里，再通至产煤区的清泰坡，长 6.4 公里，计柳州至清泰坡共长

467.4 公里。豫湘桂战役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经武汉直驱长沙，8月占衡阳，粤汉全路随之沦陷。11月随着桂林、柳州也相继

沦陷，日军沿黔桂铁路推进到金城江，再沿公路直趋独山。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后方空虚修建黔桂铁路，然而黔桂铁路竟把日军

到引到贵州等内地，这是国民政府始料不及的，也是违背其建设黔桂铁路初衷的。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重心的迁移，在抗战建国同时并举的推动下，加强西北交通建设势在必行。当时

西北地区交通极为不便，公路质量很差，且无铁路相通。国民政府为了运输玉门石油和开发西北经济，决定延展修筑陇海线，

计划先修筑咸同、宝天线，然后新筑兰（州）新（疆）线，从而陇海路不断向西延展，横穿甘肃、新疆两省，到达西伯利亚边

境，届时陇海路全部里程将达 2800 公里。 

1938 年 5 月徐州失陷，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6 月日军因黄河花园口决堤被阻，而郑州以西至洛阳以东的陇海铁路停止通

车，这段线路的钢轨、枕木及其他材料被拆除他用。陇海铁路过去所用的机车用煤都是从河南、山东各煤矿采购而来，而潼关

以东的线路被日本占领，陇海西段用煤本就急缺，而咸阳以北的同官县（今铜川市）有丰富的煤矿，于是国民政府决定先修建

咸同支线，同时以余力展筑自宝鸡到天水路线。 

咸同支线，由陇海路咸阳站分岔向北途经三原、富平、耀县，最终抵达同官煤田（今铜川），规划全线里程 135 公里，该线

计划于 1939 年 4月和“宝天路”同时修筑，实则至是年 6月才正式开工，最终于 1941 年 11月全线贯通(16)。咸同支线的修筑，

一方面可将煤炭从咸阳运输到潼关，另一方面联络陕北交通干线。该路建成通车，不仅解决了同官煤炭运输问题，而且促进了

煤炭开发，同时对陕北农产棉花的运输及军队调遣，均发挥了效用。 

宝天段自宝鸡到天水，是陇海铁路的延长线，长 154 公里，1939 年由陇海路局设立宝天段工程处办理。后因中原战事失利，

日军袭扰陇海路，郑州、洛阳沦陷，宝天段急需筑成，宝天段工程处改为宝天工程局，专司宝天段的建设。该路工程艰巨为全

国之冠，穿越隧道 122 余座，长22公里。该路施工期间，由于战事失利，材料来源短缺，而当时公路运输以军运为主，无法随

时用汽车运输修筑铁路的急用材料，修筑工程忽进忽停。1944 年国民政府在国家预算内增列西北建设专款 10 亿元，是年 2 月

21日蒋介石手令西北建设专款项下再拨宝天路工程款 5亿元，作为预购材料的经费(17)。国民政府 1944 年春开始赶修宝天段，利

用陇海路洛阳一带拆除的路轨、桥梁材料等多方拼凑，到 1945 年前完成修筑任务的 80%。宝天段花费 7年多时间（1939 年 5月

至 1945 年 12月），最终共计完成总规划修筑任务的 97%，并实现了通车。宝天线的建设为进一步开发西北创造了条件。 

三、战时铁路建设的特点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了巩固后方政治、经济重心，增强抗战力量，打通国际路线，在抗战建国同时并举的政策下，赶筑

西南、西北地区铁路网，以巩固持久抗战的战略。这一时期所兴建的铁路总里程约 2000 公里(18)。国民政府大后方的铁路建设，

是在日本封锁中国对外出海口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进出口几近断绝的环境下，战时铁路建设和维持的艰辛是难以想像的。战时

大后方的铁路建设，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铁路建设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地区。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抗战以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大后方为中心。我国

西南、西北边陲，成为抗战的根据地。随着国土的沦陷，尤其是武汉沦陷后，大量民众、政府机关、工商团体向西南后方转移，

西南区域遂成为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由于西南、西北地区地形险峻、人烟稀少、交通闭塞，加快该区域的建设势在必行。

经济建设，交通先行，而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之中，铁路运输因具有运量大、速度快等优势，遂成为西南、西北区域各项建设的

先导。加上国民政府时期原有铁路分布多偏重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区域，导致国家东部与西北、西南区域政治、经济、文

化发展的巨大差异。国民政府首府迁至重庆后，“趁此抗战时期赶速建筑西南、西北铁路以完成抗战建国事业”(19)遂成为当时

人们的共识，湘桂铁路、黔桂铁路、叙昆铁路、滇缅铁路、陇海铁路宝天、咸同支线等集中于抗战大后方西南、西北区域的铁

路线应时而生。西南、西北铁路建设不仅在国防上发挥重大效用，而且对西南、西北各省的资源开发具有重大促进作用。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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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西北各省地形多属山地丘陵地带，铁路修筑工程艰巨、人力物力短缺，但是当时铁路员工和修路民工皆能发挥抗战艰苦

斗争的精神，克服困难，最终部分完成建筑铁路以利抗战的重任。 

第二，建筑铁路的物料多为前方拆卸的撤退物资。由于日军对中国沿海通道的封锁，战时国民政府修筑铁路所用的铁路器

材，多是利用和改造前方拆卸的旧路器材及撤退物资。武汉会战之前，国民政府决定抢拆临近战区的各铁路的钢轨、桥梁，并

抢运到后方以备建筑新路使用。如拆除平汉铁路新郑到郑州段47公里、陇海铁路郑州至洛阳段116 公里移筑咸同及宝天铁路；

拆除南浔铁路九江至牛行 100 公里移筑湘黔铁路；拆除浙赣铁路河下至株洲段 199 公里、粤汉铁路长沙以北韶关以南的路轨移

筑湘桂铁路桂柳段；拆除湘黔铁路湘潭至蓝田段 145 公里、粤汉铁路汨罗至田心 121 公里、连江口至曲江 104 公里、新宁铁路

139 公里移筑黔桂铁路；拆卸滇越铁路河口至碧色寨 177 公里移筑川滇铁路等，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共计移筑铁路 1330余公里(20)。 

正如前文所述，修筑湘桂铁路桂柳段所用材料，大部分由浙赣、湘黔及粤汉南北段铁路拆卸而来。但是原各路钢轨材料新

旧、大小、轻重、长短、高低皆不一致，有三十五磅、六十三磅、六十五磅、八十五磅等各种不同规格。鱼尾板螺丝钉等亦多

不一致，且在前方拆轨时配件多有失落，再次使用时收集、补充十分困难。另外枕木一项，则有香港的新洋松，粤汉的旧红木、

旧松木，以及湖南、广西两省所收购的杉枕等，品种、材质繁杂不一(21)。这些因素的存在，皆给湘桂铁路桂柳段的修筑带来巨

大困难。 

黔桂铁路的材料，主要来自叙昆铁路。以拆迁 200 多公里的叙昆铁路铺 400 多公里的黔桂铁路，其材料自然不够。于是只

能向各沦陷铁路收用，其中一部分系向湘桂铁路收用南镇段路轨计 70 余公里；一部分系向粤汉铁路收用曲江以南路轨约 40 余

公里，及长沙以北之路轨数公里；尚有一部分则收用浙赣铁路樟树一带路轨，约40多公里；另有一部分系向新宁铁路在台山一

带收用计长约 100 公里。至于其他材料，如道钉、枕木等，大都亦由湘黔拨用，其余则向各处收用。由国外采购的材料，因香

港、仰光相继沦陷后则无法内运，不得不在各地搜求或觅取代用材料，但因款项不足，未能充分准备。黔桂铁路的修建过程中

材料的缺乏实在是一大难题，但是铁路员工致力于抗战，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该路终于建成通车。 

第三，特列建设专款。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积极推动交通建设，抗战与建设并进。由于西南、西北地区交通不便，

铁路、公路、电信等都需要添设。而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外款来源都已经停顿。于是国民政府由中央设立建设专款，由国库统

一发放。自1937年起到 1945 年底，铁路、公路、水运、空运、邮政、电信、材料七项总计领到建设专款 1537 亿余元，其中铁

路建设专款达 355.90 亿余元(22)。此为战时西南、西北铁路建设的主要经费来源。1937 年 7 月到 1938 年 6月国库支出铁路建设

专款 4100万元，1938 年 7月至 12月支出建设专款 4200 万元，1939 年度增到1.18亿元，1940 年度增到1.47亿元，1941年度

增至 3.36亿元，1942 年度达 12.74 余亿元，1943 年度建设专款为 8.67余亿元，1944年度约66.83余亿元，1945年度达到 52.47

余亿元。随着持久抗战的发展，国民政府的铁路建设专款越来越多，总计抗战以来各铁路领用建设专款共计 147.60 亿元
(23)
。 

湘桂路、湘黔路、滇缅路、叙昆路、宝天路、咸同支线的修筑费用，主要依靠铁路建设专款的拨付。如前文所示，1944 年

度铁路建设专款陡然增多，主要是由于宝天继续赶工，黔桂开始修复，总机厂扩充业务，员工发给救济费、维持费所需费用增

加。西南、西北区域铁路建设虽所需费用颇多，但国民政府在抗战的艰难时刻仍能设专款以保证修筑，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是极不容易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战时西南、西北铁路对于抗战的重要战略价值和给予抗战的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为了实施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战建国同时并举，一方面坚持抗战，一方面

建设大后方，以增强内地交通，打通国际路线为目的。铁路建设，既是抗战的需要，又是建设大后方的必要支撑。国民政府为

积极推动西南、西北交通建设，增设铁路建设专款，为铁路建设唯一经费来源。即便如此，由于时局所迫，全面抗战时期国民

政府新筑铁路所需的路轨、桥梁等铁路器材，多为利用和改造拆卸的旧路器材。 

四、战争对国民政府铁路建设事业的检验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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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以前，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进行殖民掠夺和渗透，致使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无不受到牵制。我国铁路事业的

发展，亦深受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掠夺的影响，全面抗战前所我国修建的每一条铁路，无不有帝国主义染指的痕迹。铁路建设主

权的丧失，使我国在铁路建设时不能完全自主考虑国计民生及国防建设的需要。殖民主义势力的干扰，导致我国的铁路建设缺

乏统筹安排、均衡发展的考量，全面抗战前我国铁路实际布局呈现出铁路线多位于东北、华北及东部沿海地区，而西南、西北

各省则十分落后的特征。1928 年国民政府设立铁道部，统一掌管全国铁路。新成立的铁道部试图变革中国铁路的建设面貌和运

营管理，一方面加紧整饬铁路建设，改良业务管理，增加旧路的营业收入；另一方面着手整理铁路旧债，恢复信用，筹谋新路

建设资金。但日本的大举侵略改变了国民政府铁道部铁路建设的布局。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推进，国民政府加紧了战备铁

路的建设规划。1936 年铁道部制定五年铁路建设计划，计划建设 8000 多公里的新铁路线。七七事变后日军掀起的全面侵华战争，

中断了该计划的执行。 

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了抗战的需要，也为了维护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陆续开始了在西南、西北地区

铁路网的建设。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陆上纵贯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计划，即豫湘桂战役。豫湘桂战役结

束时，又使中国一些重要铁路线沦陷，至此中国 92%的铁路沦陷。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铁路在国防上还是为抗战作出了重大的

贡献，尤其是淞沪会战 3 个月，铁路在当时的军运、非军事物资运输和难民运输方面，皆起到了关键作用。抗战的战略相持阶

段，虽然随着战事的演变，我国铁路大部分相继沦陷，或者被我抗日军民自行拆毁。但是在这个铁路沦陷的过程中，在艰难的

环境中铁路运输还是发挥了极大的功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于西南、西北区域的铁路建设，不仅发展了该区域的经

济，而且在中国出海口被日军封锁的情况下开辟了陆路联通国际的基础和通道，从而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虽然经历了战事频繁、环境艰苦、物资短缺等艰难困苦，但是在战火硝烟的洗礼

下，中国的铁路事业也经历着战争的考验。中国铁路线的布局，虽然是在国民政府抗日应急的情况下加强了西南、西北区域铁

路线的建设，但在事实上促进了中国铁路建设的进程，并在布局上向区域平衡发展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对于抗战期间，

战争促使我国铁路建设进程加快的观点，学界已有共识。近代学者陈晖认为，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出现了三次建设高潮，第一次

是在 1898年前后的清政府时期；第二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北洋政府时期；第三次是抗日战争前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24)。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中国近代铁路的筑路速度做过动态分析：“从 1876 年到 1948 年的 72 年间，中国铁

路的兴建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期间；第二次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四省到七七抗日战

争开始时期”(25)。虽然二者认为铁路建设高潮的具体时间不一致，但有两点是一致的：第一，战争是铁路建设加速的一个重要

因素；第二，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铁路建设的又一个高潮期。民国元年以前，除去帝国主义在我国境内修筑的铁路，中国国有、

民有干支线铁路共计 5849 公里，平均每年建筑新路线约 195 公里。从 1912 年到 1927 年 16 年间，由于军阀混战，内战连年，

国库空虚，仅建设铁路 3723 公里，平均每年232 公里。且这一时期的中国铁路建设，主要受到日本的威胁利诱，没有较多体现

新路建设为中国国防、经济建设服务的目的。1928 年到 1942年 14 年间中国完成铁路建设 5915 公里，平均每年约423 公里
(26)

。

这一时间段，我国铁路平均每年新修里程比 1912 年以前增加1倍以上，比民元以后 16年增加近 1倍。 

铁路线的增筑，是抗战时期铁路事业发展在硬件设施上的体现，而围绕铁路运营效率提高的铁路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则是铁路事业发展在内部软件系统提升的标志。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铁路管理部门，在铁路管理机构改革与管理制度革新方

面皆有所作为。其主要措施有：1928 年成立铁道部，随后为了提高战时铁路运输效率，特别是战时铁路军运效率，组建铁道运

输司令部；改进铁路经营管理方式，施行铁路联运、建立战时铁路互通车辆制度；整顿铁路警务，维护交通秩序；改善和充实

铁路设备，如抽换重钢轨、枕木及加固桥梁及添购机车、车辆，增设电信设备等，以提高铁路的行车效率。抗战时期中国的铁

路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战事变化促进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发展的特征，具体表现为铁路线在延伸，铁路建设空间布局趋向

平衡，铁路管理逐渐走向现代化。 

国民政府的战时铁路建设，主要体现在新线的修筑方面，修筑的目的和意义十分明确。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我国东北

诸省后，将其侵略势力伸向华北，欲借铁路线快速吞并中国。国民政府真正意识到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最终企图，是在华北事变

之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着手抗战准备，构筑国防战备铁路，如贯通粤汉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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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黄埔支线，粤汉与广九路接轨；修建浙赣铁路；修筑苏嘉铁路；展筑陇海铁路到宝鸡；修筑钱塘江大桥等。卢沟桥事变后，

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逐渐向西南地区迁移，加大在西南、西北地区进行铁路建设的力度，为了打通国际陆

上交通线、保持国际战略物资及其他商品的流入，国民政府赶筑湘桂、黔桂、川滇、滇缅铁路线，展筑陇海咸同、宝天支线。

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器材短缺，铁路建设十分艰难。 

铁路的功能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既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又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特殊性。正如张嘉璈所说，“平时交通

应为战时交通之准备，而战时交通即为平时交通之扩大应用。”“管理平时交通之政策，恒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而战时交通，

则以争取军事胜利为目的，两者实际所取之目标，虽有不同，而其需要交通运输之应用灵活，则一也。”(27)张嘉璈对战时铁路

功能特殊性的解读，是切中肯棨的。要达到运输的灵活敏捷，就必须有健全的交通运输系统，铁路作为近代化的主要交通工具，

其在交通运输中的优越性无可替代。铁路运输作为交通的重要方式，其在运输量、速度、敏捷、灵活性等方面，优越于其他交

通方式，因而在战时交通建设中铁路建设尤为重要。这正是战时国民政府致力于铁路建设的基本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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